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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弱还是示强？品牌传记与消费者品牌态度：
移情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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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故事不需要消费者进行复杂的信息处理，故事叙述已经成为影响消费者态

度的有效方式。本研究发现，品牌传记的故事叙述能够激发消费者的移情反应，进而影响消费

者的品牌态度。本研究通过四项实验证实，劣势者品牌传记与优胜者品牌传记都能够激发消费

者的移情反应，进而提升消费者的品牌态度；同时品牌来源国和消费可见度会对该过程产生调

节作用。本研究丰富了品牌传记与故事叙述的理论发现，对中国企业运用品牌传记影响消费者

品牌态度具有营销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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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品牌传记（brand biography）是指通过选择性建构的品牌故事来记录与传递品牌的起源、

积累以及随时间发展的历程（Avery等，2010；Paharia等，2011）。品牌“早期面对的外部压力”和
“对未来的热情与决心”的程度都高的传记属于劣势者传记（underdog biography），而两者都低

的传记则属于优胜者传记（top dog biography）（Paharia等，2011；Nariswari和Chen，2016）。由于

个体天然地习惯于叙事性思维（Weick，1995），并通过情感反应对故事信息形成判断（Green和
Brock，2000），消费者在回到现实情境时依然能保留在故事中形成的信念与态度（Escalas，
2004），因此品牌传记能够有效地传递品牌信息并有力地影响消费者。鉴于个体具有支持劣势

者的天性（Kim等，2008），劣势者品牌传记被企业广泛运用于营销实践，企业希望以此获得更

多的市场机会（McGinnis和Gentry，2009；Nariswari和Chen，2016）、增强消费者的购买意愿

（Siemens等，2013；Nagar，2017）、塑造品牌形象并建立消费者偏好（Kao，2015；Shirai，2017）、提
高品牌忠诚度（Paharia等，2011；Delgado-Ballester和Fernández-Sabiote，2016）以及减弱品牌的

负面影响（杨晨等，2013）。然而，来自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证据显示个体显著地倾向于将自己与

优胜者相联系（Cialdini等，1976；Schimel等，2000；End等，2002），针对消费者行为的研究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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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劣势者品牌形象并不能获得消费者普遍的支持（McGinnis和Gentry，2009；Kirmani等，

2017）。因此，需要一个更简洁的理论框架将这些研究发现结合起来，深入探察劣势者与优胜者

品牌传记的相对作用，以及它们影响消费者品牌态度的过程，并提供易于遵循的管理见解。

为达到该目的，本研究致力于从以下方面填补研究缺口：（1）进一步拓展品牌传记作用的

研究视野，使研究结论更符合企业的营销实践，并提高研究发现的外部效度。（2）由于消费者由

故事引发的情感反应会改变现实的信念与态度（Escalas，2004），因此需要进一步了解个体的情

感资源在品牌传记对品牌态度作用中的影响机制。（3）源于对现实的观察，企业使用劣势者和

优胜者品牌传记影响消费者品牌态度的营销行为日趋普遍，从取得最佳作用效果的角度，究竟

该赋予品牌哪种传记角色？换言之，需要厘清劣势者和优胜者品牌传记的作用边界。

本研究以上述研究缺口为切入点，在中国情境下，基于社会认同理论与自我一致性理论，

重点探讨品牌传记如何引发消费者的情感反应，进而影响消费者的品牌态度，以揭示该作用的

机制与边界。本研究认为品牌传记的故事叙述会引发消费者的移情反应，从而影响其品牌态

度，而这一影响路径受品牌来源国和消费可见度的调节。本研究通过四项实验验证了这一理论

模型及影响机制，为品牌传记与故事叙述相关研究做出了理论贡献，也为中国企业运用品牌传

记影响消费者品牌态度提供了一定的支持与建议。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品牌传记影响消费者品牌态度的中介过程

故事叙述（story narrative）是一种很有说服力的沟通工具（Van Laer等，2014；Shen等，

2015；Russell等，2017；Dessart，2018；Sanders和Van Krieken，2018）。品牌传记的故事叙述可以

增强消费者移情（empathy）。在消费者行为研究中，移情指消费者情感上无意识、不自觉地融合

并认同外部刺激，表现为对外部刺激情感反应的吸收（Escalas和Stern，2003）。
首先，品牌传记中优胜者和劣势者的身份叙述能够引起消费者的身份认同。叙述是一种内

部呈现的故事，它让个体能够理解与所属群体共同的身份故事（我是群体一员的故事）和群体

故事（我的群体的故事）（Turner等，1979；Antonetti和Maklan，2018）。身份叙述创造了群体身份

的内容和含义，并且通过叙述的内容唤起个体对群体的情感。因此，劣势者和优胜者的身份叙

述能够增强消费者的身份相关性并加强消费者的身份联想。

其次，品牌传记的故事叙述更易于引发消费者的移情反应。品牌传记通过传递情感信息来

激发消费者的情感反应（Paharia等，2011），而移情本质上就是一种情感反应。消费者会把自己

的经历融入故事来理解故事的含义（Escalas，2004），品牌传记借此来创造品牌意义并在品牌和

消费者之间建立情感联系。

再次，优胜者和劣势者品牌传记对消费者态度的影响更依赖于消费者的移情反应。第一，

劣势者品牌传记传递的创建初期的卑微弱小、发展中历经的艰难曲折以及在市场困境中的不

懈奋斗等故事内容，会引发消费者的身份联想、满足消费者情感上的自我认同，从而使消费者

产生情感反应，消费者对劣势者的情感反应驱动消费者对劣势者品牌的认同（McGinnis和
Gentry，2009；Jun等，2015），从而增强消费者的品牌态度。第二，个体通常会与失败者保持距

离，避免失败者自我感知（McGinnis和Gentry，2009），通过与成功者绑定、和失败者撇清的方式

保护自我概念。社会认同理论认为，即便个体没有真正参与优胜者的相关行为，仅将自我和优

胜者建立某种关联，个体的移情也能被激发（Schimel等，2000；End等，2002），个体的自尊和自

我评价也会提升（Antonetti和Maklan，2018）。
综上所述，当消费者面对品牌传记的故事叙述时，他们更可能通过被品牌传记信息所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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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移情来识别、理解和响应品牌传记所描绘的信息，这有助于消费者的认知形成和情感依附

（Jones等，2018），从而有助于消费者产生更积极的态度与意向。换言之，品牌传记的故事叙述

可以提高消费者的移情。根据自我一致性理论，拥有高水平自我一致性的消费者其自我概念和

品牌之间会达到完美的契合（Sirgy，2018），该品牌会令消费者感到舒适和协调，消费者对促进

这种反应的品牌传记会产生积极的态度。基于上述讨论本研究推断出以下假设：

H1a：相较于不提供品牌传记叙述，提供劣势者品牌传记能提高消费者品牌态度，这一效

应被消费者移情中介；

H1b：相较于不提供品牌传记叙述，提供优胜者品牌传记能提高消费者品牌态度，这一效

应被消费者移情中介。

（二）品牌来源国的调节作用

进一步的探讨发现，消费者对品牌传记的移情会受到品牌来源国的影响。品牌来源国

（country of brand）包含认知和情感成分（Johansson等，1985）。品牌来源国的认知信息与情感信

息所构成的相互关联的信念体系就是品牌来源国的刻板印象（Johansson等，1985；Koschate-
Fischer等，2012；Eng等，2016），社会认同理论将群体偏见和刻板印象联系起来为研究来源国

效应提供了一个社会心理学视角，消费者对品牌来源国的刻板印象如果与品牌传记中的角色

相协调，品牌来源国就能够为消费者提供一致的认知和情感线索，从而引发消费者对该来源国

品牌的有利推断，在此情境下，品牌传记的影响会更加显著；但是，当消费者对品牌来源国的刻

板印象与品牌传记中的角色相冲突时，不一致的认知和情感线索会抑制消费者移情，此时品牌

传记通过消费者移情对品牌态度的影响会显著降低。基于此，品牌来源国具有调节作用。

由于发达国家更受益于来源国效应（Lee等，2001），较之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自发达国家的

品牌拥有无可比拟的魅力（Sharma，2011）并带有显著的光环（Roth和Romeo，1992）。根据社会

认同理论，消费者对发达国家的群体偏好与对发达国家的刻板印象是紧密联系的。由此可以推

断，消费者对发达国家的刻板印象与来自发达国家的优胜者品牌形象是相一致的，因而消费者

对优胜者品牌传记的移情不会被干扰，进而使消费者的品牌态度通过优胜者传记叙述的移情

作用而得到提高。相反，来自发达国家的劣势者品牌形象却与消费者对发达国家的刻板印象失

调，因此会抑制移情反应，进而不能通过消费者移情提高品牌态度。由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2a：当品牌来自发达国家时，采用优胜者品牌传记比采用劣势者品牌传记更能引发消费

者移情，从而对消费者品牌态度影响更大。

联系消费者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刻板印象可分析得出，劣势者的角色形象与消费者对新兴

市场国家的刻板印象相吻合（Kim等，2008；Nariswari和Chen，2016），因此能够引发消费者移

情，消费者会对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劣势者品牌产生偏好。此外，对于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优

胜者品牌，一方面，由于优胜者的品牌形象与消费者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刻板印象不一致，导致

消费者认知与情感失调，从而抑制消费者的移情反应；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优胜者品牌”会
作为自动激活的有效干扰材料抑制“新兴市场国家—优胜者品牌”认知的形成，因此消费者很

难建立起对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优胜者品牌的认同。由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b：当品牌来自新兴市场国家时，采用劣势者品牌传记比采用优胜者品牌传记更能引发

消费者移情，从而对消费者品牌态度影响更大。

（三）消费可见度的调节作用

消费可见度（consumption observability）指消费者认为产品的消费在社会上可见的程度

（Bearden和Etzel，1982；Graeff，1996）。公开可见的消费行为比私下隐秘的消费行为更易受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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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规范的影响（Fisher和Price，1992；Ratner和Kahn，2002；Kulviwat等，2009；Antonetti和
Maklan，2018）。私下消费时消费者不受社会群体规范的影响，因此其对品牌的评价受品牌形

象与真实自我一致性的影响更大。公开消费时，社会群体规范使得消费者对所展现的社会自我

更加敏感，为了达到社会群体期望的形象（Graeff，1996），不会做出私下偏好的消费决策

（Ratner和Kahn，2002）。概括而言，在不同的消费可见度下，社会群体与自我概念的不同作用能

够引发不同的消费者移情反应。换言之，消费可见度构成了引发消费者移情的边界条件。

当消费可见度较高时，消费决策受到社会群体的审视，在社会自我一致性的影响下，个体

会表现出符合社会群体期望的行为（Sirgy，2018）。因此，当消费者接触到优胜者品牌传记时，

代表社会群体期望的优胜者品牌形象会激发社会自我一致性（Krishen和Sirgy，2016），在社会

群体共识的作用下，消费者会偏好优胜者品牌，因而会对优胜者品牌做出更积极的移情反应。

与之相对，当消费可见度较低时，消费行为是社会不可观察的。由于没有面向社会群体展

示自我的需要，消费者会倾向于满足真实自我一致性（White和Peloza，2009；Sirgy，2018），因而

做出的反应不易受到社会群体期望的影响（Kim等，2016）。在没有社会群体影响的情况下，个

体对劣势者更敏感，更可能从事有益于劣势者的行为（Schrift和Amar，2015）。据此分析可以得

知，在消费可见度低的情境下，消费者会对劣势者品牌做出更积极的移情反应。在此基础上，本

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a：当消费可见度高时，采用优胜者品牌传记比采用劣势者品牌传记更能引发消费者移

情，对消费者品牌态度的影响更大；

H3b：当消费可见度低时，采用劣势者品牌传记比采用优胜者品牌传记更能引发消费者移

情，对消费者品牌态度的影响更大。

根据上述分析，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三、  研究设计与发现

（一）预实验

预实验的目的是检验被试能否准确理解两类品牌传记，品牌传记操纵是否成功。

为了进行预实验，本研究首先进行了刺激材料测试。由20名某高校的学生组成的小组被要

求列出10项与学生消费相关的主要产品目录，然后运用7级Likert量表（1=非常少，7=非常多）

衡量被试在购买这些产品前的内外部信息搜集程度。被试为某高校经济、管理学院的学生，共

发出50份问卷，全部为有效问卷。测试结果显示，智能手机是最受被试关注的产品类别，在购买

前内外部信息搜集程度最高（M内=5.87，M外=5.42）。测试刺激材料是为了确保预实验所使用的

产品类别与被试群体相关，因此，智能手机被选为刺激材料。

50名学生在阅读完两类品牌传记后，被询问以下两个问题：哪个品牌对于未来发展的热情

H3a

H3b

H2a

H2b H1a、H1b品牌传记
劣势者 vs. 优胜者

移情

品牌来源国
发达国家 vs. 新兴市场国家

品牌态度

消费可见度
公开 vs. 私下

 
图 1    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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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决心程度高？哪个品牌在发展历史上的劣势程度高？采用7级Likert量表（1=非常低，7=非常

高）进行测量，结果显示，外部劣势M劣势者=6.30，M优胜者=2.64，t=18.968，df=98，p<0.001。热情决心

M劣势者=6.34，M优胜者=2.62，t=18.984，df=98，p<0.001。证明本研究品牌传记的操纵能够准确地传

递给被试。

（二）研究一（a）：劣势者品牌传记影响消费者品牌态度的中介机制

1. 实验设计与流程。研究一旨在检验消费者移情在品牌传记对消费者品牌态度影响中的

中介作用，分（a）、（b）两部分，分别对应劣势者品牌传记和优胜者品牌传记研究，采用预实验确

定的智能手机作为刺激材料。实验一（a）采用单因素（品牌传记：劣势者品牌传记vs.无品牌传

记）组间实验设计，没有提供任何品牌传记叙述的作为控制组。因变量是消费者品牌态度，中介

变量是消费者移情，考察劣势者品牌传记通过消费者移情对消费者品牌态度的影响。被试为某

高校的学生，本研究在教学楼内随机选择一间教室的学生参加一组实验，有效被试79名，被试

年龄段为17—29岁，其中女性占53%。

实验过程分为情境描述与问卷填答。研究者走进某间教室，向学生说明“您现在正考虑购

买一部智能手机”，研究者接着拿出包含劣势者品牌传记的故事叙述材料分发给学生，学生们

被要求详细阅读材料后填答调查问卷。同样的实验流程在另外一间教室重复实施，唯一的差别

就是控制组的材料不包含品牌传记叙述。待所有被试交回完成的调查问卷后，研究者向被试解

释实验的真正目的并向被试致谢。

2. 变量测量与操纵检验。品牌传记的测量采用Paharia等（2011）的量表（α=0.945）；消费者

移情的测量采用Escalas和Stern（2003）的量表（α=0.769）；品牌态度量表源自Perkins和
Forehand（2012）的研究（α=0.768）。本研究中所有测量均采用7级Likert量表。

操纵检验显示，M劣势者品牌传记=6.29，M无品牌传记=4.13，t=20.059，df=77，p<0.001，表明劣势者品牌

传记和无品牌传记的故事叙述存在显著差异，因而劣势者品牌传记实验操纵成功。

3. 实验结果及分析。进行独立T检验分

析（参见图2），对因变量品牌态度的检验结果

显示，M劣 势 者 品 牌 传 记=5.40，M无 品 牌 传 记=4.84，
t=3.406，df=77，p<0.01，表明劣势者品牌传记

主效应显著。对中介变量消费者移情的检验

结果显示，M劣势者品牌传记=5.02，M无品牌传记=4.41，
t=3.757，df=77，p<0.001，劣势者品牌传记主

效应显著。

进行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样本量选

择5 000，95%置信区间），劣势者品牌传记对

品牌态度直接效应显著（LLCI=0.0088，ULCI=0.1632，t=2.2176，p<0.05）；消费者移情的中介效

应显著（LLCI=0.0012，ULCI=0.1017）。因此，消费者移情在劣势者品牌传记对消费者品牌态度

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至此，本研究的假设H1a获得支持。

根据Baron和Kenny（1986）的方法检验消费者移情中介效应的稳健性。结果（参见表1）显
示，模型1品牌传记（0.299**）对品牌态度的主效应显著；模型2品牌传记（0.215**）对消费者移情

影响显著；模型3加入中介变量后，品牌传记（0.182*）和消费者移情（0.548***）仍对品牌态度有

显著影响，其中品牌传记（β=0.182）较模型1（β=0.299）的显著性降低，表明主效应和中介效应

具有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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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劣势者品牌传记条件下的消费者移情与品牌态度

 

142
外国经济与管理（第41卷第6期）



（三）研究一（b）：优胜者品牌传记影响消费者品牌态度的中介机制

1. 实验设计与流程。实验一（b）同样采用单因素（品牌传记：优胜者品牌传记vs.无品牌传

记）组间实验设计，分别为优胜者品牌传记组及没有提供任何品牌传记叙述的控制组。被试为

某高校的学生，研究者在教学楼内随机选择一间教室的学生参加一组实验，有效被试73名，被

试年龄段为19—30岁，其中女性占56%。

实验过程与实验一（a）基本一致，差别在于提供给被试的是优胜者品牌传记故事叙述材

料，实验内容同样包括情境描述与问卷填答，具体不再赘述。

2. 变量测量与操纵检验。品牌传记的测量采用Paharia等（2011）的量表（α=0.891）；消费者

移情的测量采用Escalas和Stern（2003）的量表（α=0.773）；品牌态度量表源自Perkins和
Forehand（2012）的研究（α=0.801）。

操纵检验结果显示，M优胜者品牌传记=2.75，M无品牌传记=5.18，t=15.538，df=71，p<0.001，表明优胜者

品牌传记和无品牌传记故事叙述存在显著差异，因而优胜者品牌传记实验操纵成功。

3. 实验结果及分析。进行独立T检验分析

（参见图3），对因变量品牌态度的检验结果显

示，M优胜者品牌传记=5.24，M无品牌传记=4.86，t=2.425，
df=71，p<0.05，表明优胜者品牌传记主效应

显著。对中介变量消费者移情的检验结果显

示，M优胜者品牌传记=5.09，M无品牌传记=4.65，t=2.410，
df=71，p<0.05，优胜者品牌传记主效应显著。

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样本量选择5
000，95%置信区间）结果进一步显示，优胜者

品牌传记对品牌态度的直接效应显著（LLCI=−0.2792，ULCI=−0.0399，t=−2.6591，p<0.01）；消
费者移情的中介效应显著（LLCI=0.0170，ULCI=0.0712）。因此，消费者移情在优胜者品牌传记

对消费者品牌态度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至此，本研究的假设H1b获得支持。

消费者移情中介效应稳健性（Baron和Kenny，1986）检验结果（参见表2）显示，模型1品牌

传记（0.280**）对品牌态度的主效应显著；模型2品牌传记（0.367***）对消费者移情影响显著；模

型3加入中介变量后，品牌传记（0.124**）和消费者移情（0.326**）仍对品牌态度有显著影响，其

中品牌传记（β=0.124）较模型1（β=0.280）的显著性降低，表明主效应和中介效应具有稳健性。

表 1    中介效应稳健性检验

预测变量 模型1（品牌态度） 模型2（消费者移情） 模型3（品牌态度）
品牌传记 0.299** 0.215** 0.182*

消费者移情 0.548***

F值 7.581** 7.717** 22.868***

∆R2 0.178* 0.184* 0.359*

　　注：***表示p<0.001，**表示p<0.01，*表示p<0.05。

表 2    中介效应稳健性检验

预测变量 模型1（品牌态度） 模型2（消费者移情） 模型3（品牌态度）
品牌传记 0.280** 0.367*** 0.124**

消费者移情 0.326**

F值 6.051** 11.041*** 10.085***

∆R2 0.166* 0.122* 0.366*

　　注：***表示p<0.001，**表示p<0.01，*表示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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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优胜者品牌传记条件下的消费者移情与品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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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二：品牌来源国的调节作用

1. 前测。前测的目的是检验被试能否准确识别品牌来源国。本研究选择预实验确定的智能

手机作为刺激材料。在G7集团中，美国（苹果）、法国（阿尔卡特）、德国（西门子）、加拿大（黑

莓）、日本（夏普等）、意大利（威图等）六国均拥有知名手机品牌且在中国有售，只有英国没有知

名手机品牌。为了排除消费者先前消费经验和产品知识的影响（Raghubir和Corfman，1999），本
研究选择英国作为发达国家的品牌来源国，为了排除消费者我族主义的影响，选择印度作为新

兴市场国家的品牌来源国，同时均使用虚拟品牌。来自英国的智能手机品牌取名为SunVita；来
自印度的品牌按照印地语发音取名为Shukla。

50名被试阅读完含有品牌来源国（新兴市场国家与发达国家）信息的智能手机材料后填答

问卷。操纵检验显示，M发达国家=5.44，M新兴市场国家=4.48，t（98）=4.861，p<0.001，表明来自发达国家和

新兴市场国家的品牌来源信息存在显著差异，英国和印度的品牌来源国信息能够准确地传递

给被试，证明品牌来源国操纵成功。

2. 实验设计与流程。研究二旨在检验品牌来源国对品牌传记影响消费者品牌态度的调节

作用，并继续考察消费者移情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采用2（品牌传记：优胜者品牌传记vs. 劣势者

品牌传记）×2（品牌来源国：发达国家vs. 新兴市场国家）组间实验设计。被试为某高校的学生，

研究者在教学楼和图书馆讨论室随机邀请部分学生参加一个情境实验，实验完成后向每名被

试赠送一条速溶咖啡表示感谢。有效被试共有217名，其年龄区间为21—32岁，其中女性占56%。

实验程序与研究一基本相同，但在实验开始前增加一个环节，首先询问被试是否知道实验所

选择的智能手机品牌Shukla和SunVita，结果没有被试知道这两个品牌。具体过程分为情境描

述与问卷填答，不再赘述。待所有被试完成并提交问卷后，研究者询问被试对实验目的的猜测，结

果并没有被试猜测出实验的目的，实验结束后研究者向被试解释实验的真正目的并向被试致谢。

3. 变量测量与操纵检验。品牌来源国的测量采用Roth和Romeo（1992）的量表（α=0.940），
品牌传记（α=0.839）、消费者移情（α=0.955）和品牌态度（α=0.934）等变量的测量与研究一相同，

不再赘述。

操纵检验：品牌传记的主效应显著，M劣势者品牌传记=5.87，M优胜者品牌传记=3.60，F（1,215）=63.21，
p<0.001，表明劣势者品牌传记和优胜者品牌传记故事叙述存在显著差异；品牌来源国的主效

应显著，M发达国家=5.36，M新兴市场国家=3.59，F（1,215）=18.70，p<0.001，表明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

的品牌来源信息存在显著差异，证明本研究品牌传记和品牌来源国操纵成功。

4. 实验结果及分析。消费者移情ANOVA检验显示：品牌传记的主效应显著，F（1，213）=
40.36，p<0.001；品牌来源国的主效应显著，F（1，213）=13.94，p<0.001；品牌传记和品牌来源国

的交互效应显著，F（1，213）=15.27，p<0.001。品牌态度ANOVA检验显示：品牌传记的主效应显

著，F（1，213）=47.45，p<0.001；品牌来源国的主效应显著，F（1，213）=11.52，p<0.01；品牌传记与

品牌来源国的交互效应显著，F（1，213）=25.69，p<0.001。具体如表3所示。

表 3    ANOVA检验

来源
消费者移情 品牌态度

F（p值） F（p值）
来源国 13.940*** 11.518***

品牌传记 40.358*** 47.452***

来源国×品牌传记 15.273*** 25.692 ***

R2 0.235 0.272
∆R2 0.224 0.262
　　注：***表示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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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移情单纯主效应检验显示：在品牌来自发达国家的条件下，优胜者品牌传记的均值

显著高于劣势者品牌传记，M优胜者品牌传记=4.29，M劣势者品牌传记=1.69，F（1,103）=144.88，p<0.001；在品

牌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条件下，劣势者品牌传记均值显著高于优胜者品牌传记，M劣势者品牌传记=
3.56，M优胜者品牌传记=2.37，F（1,110）=23.63，p<0.001。具体如图4所示。

品牌态度单纯主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在品牌来自发达国家的条件下，优胜者品牌传记的均

值显著高于劣势者品牌传记，M优胜者品牌传记=5.10，M劣势者品牌传记=2.80，F（1,103）=131.12，p<0.001；在
品牌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条件下，劣势者品牌传记的均值显著高于优胜者品牌传记，M劣势者品牌传记=
4.36，M优胜者品牌传记=3.17，F（1,110）=34.60，p<0.001。具体如图5所示。

上述研究已经证明，假设H2a和H2b中关于品牌来源国对品牌传记与消费者移情、消费者

品牌态度之间关系起调节作用的推断得到验证。

接着检验被调节的中介模型（陈瑞等，2013；Hayes，2014）。Bootstrap中介检验（样本量选择

5 000，95%置信区间）结果进一步显示：第一，消费者移情中介了品牌传记和品牌来源国对消

费者品牌态度的交互影响，Bootstrap置信区间不包含0（LLCI=−0.6164，ULCI=−0.2428），
品牌来源国在模型中的调节作用再次得到验证，品牌来源国与品牌传记的交互效应显著，

F（1，212）=20.55，p<0.001。第二，在品牌来自发达国家的条件下，消费者移情中介效应显著

（LLCI=−0.2644，ULCI=−0.1099）。控制中介变量后，品牌传记对消费者品牌态度的影响显著

（LLCI=−0.3737，ULCI=−0.1452）。第三，在品牌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条件下，消费者移情中介

效应显著（LLCI=0.0258，ULCI=0.1545）。控制了中介变量后，品牌传记对消费者品牌态度的影

响显著（LLCI=0.0314，ULCI=0.3089）。
最后，参照Preacher等（2007）的方法检验只有一个中介变量的被调节的中介作用的稳健

性，结果如表4所示。比较模型3及模型4可以发现，品牌传记与品牌来源国的交叉项仍然显著

（β=0.046***），而且消费者移情显著预测了品牌态度（β=0.430***），品牌传记经由消费者移情与

品牌态度的间接关系显著（β=0.286**），验证了被调节的中介效应的存在。

综上，研究二支持假设H2a和H2b，即在品牌来自发达国家的条件下，优胜者品牌传记（与

劣势者品牌传记相比）更能提高消费者品牌态度；在品牌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条件下，劣势者

品牌传记（与优胜者品牌传记相比）更能提高消费者品牌态度，在此作用路径中消费者移情起

中介作用。

发达国家 新兴市场国家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优胜者品牌传记
劣势者品牌传记

4.29

1.69

2.37

3.56

消
费
者
移
情

 
图 4    不同来源国条件下品牌传记对消费者移情

的影响

发达国家 新兴市场国家
2.0

2.5

3.0

3.5

4.0

4.5

5.0

优胜者品牌传记

劣势者品牌传记

5.10

2.80

3.17

4.36

品
牌
态
度

 
图 5    不同来源国条件下品牌传记对品牌态度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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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三：消费可见度的调节作用

1. 前测。前测的目的是确定研究三的刺激产品，其须体现消费者在不同消费情境下做出消

费决策的差异，因此该刺激产品消费的公开和私下属性须适中。运用被他人注意和辨认两个指

标（Bearden和Etzel，1982）对50名MBA被试进行测量，前测结果显示，葡萄酒消费的公开属性

和私下属性适中。其中，被他人注意M服装=4.58>M葡萄酒=2.85>M巧克力=1.64，F（2,147）=16.841，p<
0.001；辨认M巧克力=4.25>M葡萄酒=3.56>M服装=2.85，F（2,147）=5.256，p<0.05。因此，研究三的刺激产

品确定为葡萄酒。

2. 实验设计与流程。研究三旨在检验消费可见度在品牌传记对消费者品牌态度影响中的

调节作用，同时继续考察消费者移情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采用2（品牌传记：优胜者品牌传记vs.
劣势者品牌传记）×2（消费可见度：公开vs. 私下）组间实验设计。被试为某高校四个班级的

MBA与EMBA学生，他们以课堂练习的形式参加了本实验，共计238名有效被试，其年龄区间

为29—46岁，其中女性占44%。

研究三的实验过程与研究二基本相同，并继续使用虚拟品牌，取名为天山之珠，刺激材料

为天山之珠牌葡萄酒。进行实验之前研究者首先询问被试是否知道实验中的天山之珠牌葡萄

酒，结果表明没有一个被试知道该品牌。在向被试发放阅读材料之前，研究者向被试说明实验

结束后被试的问卷填答内容将在班级内逐一公开或是完全保密，以此来操纵消费可见度。

3. 变量测量与操纵检验。品牌传记（α=0.850）、消费者移情（α=0.955）和品牌态度（α=0.941）
等变量的测量与研究一相同，所有变量测量均采用7级Likert量表，不再赘述。

操纵检验：品牌传记的主效应显著，M优胜者品牌传记=4.01，M劣势者品牌传记=3.60，F（1,236）=10.083，
p<0.01，表明劣势者品牌传记和优胜者品牌传记故事叙述存在显著差异；消费可见度的主效应

显著，M公开=4.13，M私下=3.55，F（1,236）=10.359，p<0.01，表明在公开情境及私下情境下的品牌态

度信息存在显著差异，证明本研究品牌传记和消费可见度操纵成功。

4. 实验结果及分析。消费者移情ANOVA检验显示：品牌传记的主效应显著，F（1，234）=
10.638，p<0.01；消费可见度的主效应显著，F（1，234）=19.131，p<0.001；品牌传记和消费可见度

的交互效应显著，F（1，234）=30.648，p<0.001。品牌态度ANOVA检验显示：品牌传记的主效应

显著，F（1，234）=37.255，p<0.001；消费可见度的主效应显著，F（1，234）=11.914，p<0.01；品牌传

记与消费可见度的交互效应显著，F（1，234）=9.712，p<0.01。具体结果如表5所示。

消费者移情单纯主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在公开消费情境下，优胜者品牌传记的均值显著高

于劣势者品牌传记，M优胜者品牌传记=4.19，M劣势者品牌传记=2.58，F（1,106）=33.162，p<0.001；在私下消费

情境下，劣势者品牌传记的均值显著高于优胜者品牌传记，M劣势者品牌传记=3.15，M优胜者品牌传记=2.05，
F（1,128）=24.695，p<0.001。具体如图6所示。

品牌态度单纯主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在公开消费情境下，优胜者品牌传记的均值显著高于

表 4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稳健性检验

预测变量
消费者移情 品牌态度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品牌传记 0.636*** 0.308*** 0.518*** 0.286**

品牌来源国 0.664*** 0.094***

品牌传记×品牌来源国 0.745** 0.046***

消费者移情 0.430***

R2 0.095 0.240 0.082 0.407
∆R2 0.091*** 0.229*** 0.078*** 0.396***

　　注：***表示p<0.001，**表示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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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势者品牌传记，M优胜者品牌传记=4.87，M劣势者品牌传记=3.35，F（1，106）=43.193，p<0.001；在私下消费情

境下，劣势者品牌传记的均值显著高于优胜者品牌传记，M劣势者品牌传记=4.21，M优胜者品牌传记=2.93，
F（1，128）=38.107，p<0.001。具体如图7所示。

上述分析结果证明，假设H3a和H3b中关于消费可见度对品牌传记与消费者移情、消费者

品牌态度之间关系起调节作用的推断得到验证。

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样本量选择5 000，95%置信区间下选择模型8）结果表明：第一，消

费者移情中介了品牌传记和消费可见度对消费者品牌态度的交互影响，Bootstrap置信区间不

含0（LLCI=1.1192，ULCI=2.3451），消费可见度在模型中的调节作用再次得到验证，消费可见度

与品牌传记的交互效应显著，F（1，233）=30.9983，p<0.001。第二，在公开消费情境下，消费者移

情中介效应显著（LLCI=0.3490，ULCI=0.9763）。控制了中介变量后，品牌传记对消费者品牌态

度的影响显著（LLCI=0.4529，ULCI=1.3257）。第三，在私下消费情境下，消费者移情中介效应显

著（LLCI=−0.6763，ULCI=−0.2355）。控制了中介变量后，品牌传记对消费者品牌态度的影响显

著（LLCI=−1.2284，ULCI=−0.4573）。
被调节的中介作用稳健性（Preacher等，2007）检验结果（参见表6）显示：模型4中品牌传记

对品牌态度的预测显著降低，品牌传记经由消费者移情与品牌态度的间接关系显著

（β=0.063**），品牌传记与消费可见度的交叉项仍然显著（β=0.029***），而且消费者移情显著预

测了品牌态度（β=0.550***），验证了被调节的中介效应的存在。

综上，研究三支持了假设H3a和H3b，即在公开消费情境下，优胜者品牌传记（与劣势者品

牌传记相比）更能提高消费者品牌态度；在私下消费情境下，劣势者品牌传记（与优胜者品牌传

记相比）更能提高消费者品牌态度，消费者移情在此作用路径中发挥中介作用。

表 5    ANOVA检验

来源
消费者移情 品牌态度

F F
可见度 19.131*** 11.914***

品牌传记 10.638*** 37.255***

可见度×品牌传记 30.648*** 9.712 **

R2 0.358 0.390
∆R2 0.349 0.381
　　注：***表示p<0.001，**表示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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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不同消费可见度条件下品牌传记对消费者移情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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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不同消费可见度条件下品牌传记对品牌态度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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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提出并证实了品牌传记能够提高消费者品牌态度，验证了消费者移情在该作用中

的中介效应以及品牌来源国与消费可见度对该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首先，本研究通过四项实

验反复证实了品牌传记有助于提高消费者品牌态度，同时该作用受到消费者移情的部分中介。

其次，当品牌来自发达国家时，优胜者品牌传记（与劣势者品牌传记相比）更能促进消费者移情

反应，进而提高品牌态度；当品牌来自新兴市场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时，劣势者品牌传记（与

优胜者品牌传记相比）更能促进消费者移情反应，进而提高品牌态度。再次，当消费可见度高

（与私下隐秘消费相比）时，优胜者品牌传记（与劣势者品牌传记相比）更能显著促进消费者移

情反应，进而提高消费者品牌态度；当消费可见度低（与消费公开可观察相比）时，劣势者品牌

传记（与优胜者品牌传记相比）更能显著促进消费者移情反应，进而提高消费者品牌态度。

本研究的结果揭示，品牌传记所传递的品牌角色形象与消费者所感知的品牌相关群体的

形象及消费者自我概念相一致时，消费者对品牌传记的叙事处理才会发生，进而才会产生移情

反应，在此情况下，消费者对品牌传记更感兴趣，企业也能够更深入地讲述品牌传记。

（二）理论贡献

第一，探索并验证了两类品牌传记对消费者情感认知活动的影响。本研究通过系列实验发

现基于品牌传记的消费者情感认知反应并不限于品牌传记的类型，同时证明了品牌传记对消

费者品牌态度作用的实质是消费者对各类型品牌传记角色的社会心理加工，从而扩大了对品

牌传记叙事理论理解的范围。

第二，揭示了消费者移情在品牌传记营销领域的作用机制。无论品牌传记塑造的是劣势者

还是优胜者品牌角色，皆能引发消费者移情反应，根据社会认同理论与自我一致性理论，本研

究分析指出移情反应的社会心理加工过程是消费者对品牌角色所产生的群体身份联想与消费

者自我概念相一致所引起的，两者一致性越高，消费者对品牌传记的移情反应程度就越高，消

费者移情对品牌态度的作用也就越显著。

第三，丰富了品牌叙事营销研究领域的理论发现。作为一种双向的消费者沟通方式，品牌

叙事同时具有以品牌故事有效激发消费者情感反应的优势和作为伪装式广告的不足，而品牌

叙事营销有效的关键在于消费者对品牌叙事操纵意图的感知。本研究基于消费者移情这一心

理机制探讨了品牌传记影响消费者品牌态度的社会心理加工过程，发现消费者对品牌的群体

联想与自我概念相一致时，消费者对品牌叙事操纵意图的感知弱，表现出显著的移情反应，品

牌叙事策略效果显著；如果消费者感知的品牌群体联想与自我概念不一致，消费者则可能感知

到品牌传记叙述的操纵意图。

表 6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稳健性检验

预测变量
消费者移情 品牌态度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品牌传记 0.312** 0.145** 0.640*** 0.063**

消费可见度 0.845*** 0.855***

品牌传记×消费可见度 0.754** 0.029***

消费者移情 0.550***

R2 0.021 0.112 0.304 0.397
∆R2 0.017** 0.101*** 0.300** 0.387***

　　注：***表示p<0.001，**表示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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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营销启示

本研究的结论对中国企业通过品牌传记有效引发消费者的移情反应，从而成功影响消费

者品牌态度具有重要的营销策略启示作用。

第一，中国企业可以积极运用品牌传记开展品牌营销活动。传统的依赖经典认知加工的品

牌—消费者沟通方式是建立在消费者通过合乎逻辑的思考对品牌做出评价进而引起信念与态

度改变的基础上的，以此产生的说服效果往往很有限。根据本研究的结论，中国企业可以增强

品牌传记的想象力与生动性，通过情感线索潜移默化地将品牌形象与理念传递给消费者，并在

情感上获得认同，进而使消费者对品牌产生偏好。

第二，中国企业可以利用新兴大国的来源国优势传递优胜者品牌形象。中国现阶段虽然仍

属于新兴市场国家，但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球普遍认定中国是快速崛起的大国，中

国的发展是成功的（中国外文局等，2018）。这是中国企业品牌来源的本质属性。根据研究二的

结论，在来源国形象较高的情况下，消费者会更偏好优胜者品牌，在新时代中国全面复兴的历

史背景下，中国企业如果仍继续停留在追随者的角色始终扮演劣势者，将错失有效的品牌来源

国效应。因此，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可以利用具有较高声誉的来源国优势，有效地传递优胜

者品牌形象，进而影响消费者的品牌态度。

第三，企业品牌传记营销应与目标市场产品消费情境的定位相协调。研究三结果表明，消

费者在私下消费时对劣势者品牌反应更积极，但在公开消费时更喜欢优胜者品牌。因此，当企

业在目标市场中定位其产品为公开消费时，需将社会群体的影响纳入营销决策，企业应通过在

社会群体中成功塑造优胜者品牌形象来影响消费者品牌态度。相比之下，如果产品在目标市场

中被视为私人消费品，那么以劣势者品牌形象影响消费者品牌态度就具有更大的意义，同时在

此情况下，面向社会群体的营销努力并不值得投入太多。

（四）未来研究方向

第一，品牌传记的内容结构有待进一步厘清。虽然已有研究揭示了混乱的时间顺序和因果

逻辑关系会导致说服效果差（Escalas，2007），但除了品牌传记自身的内容结构外，题材、表述方

式、词藻的丰富性等都是独立存在且不能忽略的重要因素。第二，探索在不同的媒体形式下，品

牌传记与消费者品牌态度的关系是否存在差异。品牌传记需要借助传播媒体来联结消费者，音

视频类媒体形式与文字图片类媒体形式对应的分别是“直接提供”故事图式与“自我生成”故事

图式（Kim等，2017），它们有可能使品牌传记对品牌态度的作用存在差异。第三，分析不同的品

牌地位（brand status）对品牌传记与品牌态度关系的相对影响。探清品牌地位的高低能否对此

关系形成干扰，将能更精确地揭示品牌传记的作用，为企业品牌传记营销提供确切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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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e Underdogs or Top Dogs? The Brand Biography and
Consumers’ Brand Attitude: The Mediation Role of

Empathy

Shen Zhengshun1,2,  Li Huaibin1

（1.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China；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uaiyin Normal University, Huai’an 223001, China）

Summary:  The brand biography is a popular topic in marketing today, in which firms author a
dynamic,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events that have shaped the brand over time. Since the story narrative
does not require complex information processing by consumers, the brand biography narrative has
become an effective way to influence consumers’ brand attitude. Different from the existing studies
which usually focus on the underdog brand biography and its influence,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underdog and top dog brand biography narratives stimulate consumer empathy, and then strengthens
consumers’  brand attitude.  This  study confirms through four  experimental  studies  that  the  brand
biography can stimulate consumer empathy, thus improving consumers’ brand attitude, while country of
brand and consumption observability have a moderate effect on this process.
　　Study 1 (a & b) uses a two-cell-between-participants design which provides support for the notion
that the underdog brand biography and the top dog brand biography can stimulate consumer empathy
respectively, thus improving consumers’ brand attitude. In study 2, a 2×2-between-subjects experimental
design measures respondents’ reaction towards an underdog brand biography over a top dog brand
biography under conditions of the brand of developed countries versus emerging countries.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1) consumers will be more likely to improve their brand attitude by the underdog
brand biography (compared with the top dog brand biography) under the condition of the brand of
emerging countries; (2) consumers will be more likely to improve their brand attitude by the top dog
brand biography (compared with the underdog brand biography) under the condition of the brand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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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ed countries; (3) consumer empathy plays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path. Study 3 uses a 2×2-
between-subjects experimental design measures respondents’ reaction towards an underdog brand
biography over a top dog brand biography under conditions of public versus private consumption.
Results show that:  (1) when consuming in private,  consumers’ brand attitude is more likely to be
affected by the underdog brand biography; (2) when consuming in public, consumers’ brand attitude is
more likely to be affected by the top dog brand biography; (3) the brand biography effect is mediated by
consumer empathy.
　　In general, this study enriches the theories of the brand biography and the story narrative, and has
practical values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to use the brand biography to influence consumers’ brand
attitude, including transmitting brand images through consumers’ emotional clues, positioning the top
dog brand by taking advantage of country images, and coordinating with the consumption situation in
the target market.

Key  words: brand  biography; brand  attitude; empathy; country  of  brand; consumption
observ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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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vely affect task crafting. People usually desire a positive sense of self in their own eyes and in the
eyes of others. When illegitimate tasks are perceived, an employee’s positive self-image is hampered. In
order to meet their needs for a positive self-image, individuals will craft their tasks to reduce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their tasks and the range of their roles. Second, justice sensitivity strengthens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illegitimate tasks and task crafting. Justice sensitivity concerns how people
react to unfair treatment. Employees with high justice sensitivity may be more likely to be troubled by
and react more strongly to unfairness, thereby having greater incentive to craft their tasks. Third, there is
a three-way interaction between illegitimate tasks, justice sensitivity and growth need strength.
Individuals with high justice sensitivity are more sensitive to differences between illegitimate tasks and
the range of their roles. When perceiving differences, individuals’ motivations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vary. Growth need strength will reinforce the motivation to make changes, because individuals with
stronger growth need strength tend to be more active in seeking opportunities and even creating
opportunities to make changes. So, this trait makes individuals more likely to craft tasks when facing
illegitimate tasks.

This study makes the following contributions: First, it expands the studies of illegitimate tasks.
Next, by considering individuals’ active coping strategy in dealing with illegitimate tasks, this study
enriches the literature on the outcomes of illegitimate tasks. In addition, previous studies on task crafting
mainly focus on factors that strengthen individuals’ motivations, while this study explores factors that
stimulate their motivations, thereby filling the research gap.

Key words: illegitimate tasks; justice sensitivity; growth need strength; task crafting; Social
Comparison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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